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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理致用：劉師培宋學觀的時代意義 
 

 

洪一麟 
  

 

論 文 摘 要 
 

晚清時局動盪，在西方武力與文明的雙重衝擊下，傳統中國學術

面臨巨大的時代挑戰和困境，也給當時中國學界帶來强烈的文化危機

意識，以及“亡國”和“亡天下”的整體性反思，並試圖探尋救亡圖

存的自新之道。劉師培重新梳理已被清儒日益輕視摒棄的宋學，著力

挖掘與闡釋宋代理學的“理”與“體用”等概念，調和漢宋學術在學

理層面的互通之處，以及其於學術救國、經世致用中的現實意義。劉

師培積極地體現出他在傳統學術轉型中的努力，這也是在晚清、民初

的學術現代化轉型進程中，劉氏自身學術的自我完善之個人價值和時

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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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以劉師培（1884-1919）的宋學觀作爲研究對象，嘗試以劉師培經學的

內在理路爲切入點，考察劉氏對宋學的研究新見與學術態度，以及在晚清歷史與

時代思潮的大背景中，探討劉氏重新梳理和確認宋學的方式，及其闡釋“理”與

“體用”等概念的思路和發展脈絡。本文亦進而探索劉師培對漢、宋之學在學理

上的共通之處，及其於經世致用中的現實意義，揭示在晚清學術救國的時代語境

中，劉氏尋求文化存續自新之道的方法，及其展現於近現代學術史上的重要意義。 

 

 

一、學界對劉師培宋學觀的關注 

 

劉師培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無法缺席的一個人物，過往學界較多關注劉氏的

家學、經學、諸子學、文學、倫理學等領域的研究，成果也較爲豐碩，其中也不

乏對其政治思想的變化、生平事迹的諸項研究。1 然而，學界對於劉師培在宋代

理學領域、宋學觀的研究，尚有深入開展的空間。劉師培的宋學觀顯然有別於當

時晚清諸儒的立場與論述，研究劉師培的宋學觀將有助於理解與梳理他在前後期

學術變化的脈絡，進而豐富近代學術史研究的內涵。學界至今對此領域著墨不

多，有些問題還需要進行更深入地探究。 

晚清民國之際，一代學人之中較早對清代學術史進行整體式的回顧與研究，

向來首推章太炎收錄於其 1900 年初刻本《訄書》中的《清儒》2 ，其對清代學術

的發展變遷作了概要式的評介和總結。隨後，劉師培以一人之力撰著了《南北考

證學不同論》、《近儒學術統系論》、《清儒得失論》、《近代漢學變遷論》、《漢

宋學術異同論》、《南北學派不同論》等著作，對清代學術的脈絡特徵作出了極

富價值的總結。章、劉二人的著作，奠定了今人研究清代學術的基調，也使得

章、劉成了研討中國近代學術史無法繞開的人物。 

風氣濫觴之下，梁啟超雖受章太炎的影響，但在初始時也有不同的觀點（如

對今文經學的處理），後來則明顯出現疏離漢學的立場傾向。3 錢穆曾言“不知宋

 

1 牛秋實：《劉師培學術思想研究綜述》，《許昌學院學報》2005 年第 1 期，頁 134-137。 

2 章炳麟著、徐復註：《訄書詳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132-175。 

3 羅志田：《道咸“新學”與清代學術史研究》，《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5 期，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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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平漢宋之是非”，又說“道咸以下，則漢宋兼采之

說漸盛，抑且多尊宋貶漢，對乾嘉爲平反者。故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4 羅

志田因此認爲，今日若要對近三百年的學術史進行相對均衡的系統整理，非常有

必要將章太炎、劉師培等人關於清學的論述匯聚而表出，使之與梁啟超、錢穆二

著並列，成爲清代學術史領域的權威參考書，也有利於後人在此基礎上撰寫出更

具包容性的清代學術史論著。5 羅氏遂於 2006 年出版了以章太炎、劉師培冠名的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導讀本，6 頗具一時之影響。 

在當前學界專題論文的論述中，陳奇《劉師培的漢、宋學觀》較早關注劉師

培的宋學觀，認爲劉氏主張“薈萃漢宋”，反對門戶之見，但基於古文經學家的

立場，劉氏明顯傾向漢學，揚漢抑宋。7 李孝遷、修彩波《劉師培論學觀初探》

則認爲“揚漢抑宋”是劉氏真實的學術立場，劉氏對求是和致用關係的認知存在

深刻的矛盾，對自己而言要求治學致用的精神，但涉及評價那些致用傾向較强的

學者則頗有微詞，明顯帶有雙重標準。8 吳建偉《劉師培與宋代理學研究》試圖

梳理劉氏的宋代理學觀點，認爲劉氏對宋儒的批駁中蘊含部份贊同，惟其前提須

與漢儒的概念詮釋相似，而劉氏更加强調漢代學術之於宋代理學的意義；劉氏無

法容忍清代理學家忘其學術淵源而大肆攻擊漢學，但在反清革命活動中，爲了摧

毀以程朱理學爲主的統治意識形態，也對宋代理學作出批駁。9 郭院林《劉師培

治學特點平議》認爲，劉師培的“薈萃漢宋”是對學術之“通”的努力，又是門

戶之見較少的揚州學派繼承人，其所撰《六儒頌》以及對曾國藩的推重，表明他

對宋學是心存溫情的理解；但有時爲了革命宣傳，劉氏對清廷的政治思想進行攻

擊，不得不揚漢抑宋。然從學術發展而言，劉氏繼承古文經學，惟古是從，所以

更加推崇漢學。10 

總體而言，此前學界大多抱持“揚漢抑宋”的論點來闡述劉師培的宋學觀，

聚焦不顯，繼此而深入剖析劉氏宋學觀的時代意義的論著，則是尚付闕如。此即

本文試圖探討劉氏宋學觀的問題關鍵，釐清前人失焦之處，彰顯其於學術史意義

之所在。 

 

4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1〕、1。 

5 羅志田：《道咸“新學”與清代學術史研究》，頁 14。 

6  章太炎、劉師培等撰、羅志田導讀、徐亮工編校：《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6。 

7 陳奇：《劉師培的漢、宋學觀》，《近代史研究》1987 年第 4 期，頁 140-154。 

8 李孝遷、修彩波：《劉師培論學觀初探》，《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3 期，頁 19-21。 

9 吳建偉：《劉師培與宋代理學研究》，《江西社會科學》2008 年第 1 期，頁 149-152。 

10 郭院林：《劉師培治學特點平議》，《雲夢學刊》2009 年第 1 期，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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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晚清文化危機意識下的學術救國思潮 

 

陳寅恪於 1943 年論述宋代學術的一段名言，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

學之建立是已。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

微，終必復振。”11 王水照特別撰文論述陳氏的宋代觀，敏銳地指出“宋代文化

高度發達而國勢積貧積弱，士大夫階層在整體上充滿著振興國力的強烈要求和政

治參與的政治性”。12 王氏對於宋代士人與國勢貧弱的論述，映照在晚清國勢每

況愈下的氛圍中，折射出包括劉師培在內的晚清學者對宋學有了一種隔代的呼

喚，而陳氏“後漸衰微，終必復振”的論斷，更是透露出晚清學者對於“復振”

“學術救國”的深切期待。 

余英時在回顧現代儒學的發展時認爲，“晚明以來，中國人似乎經歷了一個

長期的信仰或精神的危機”，13 嘉慶、道光之後的晚清時期更是如此。伴隨著西

方列强的入侵和文明碰撞，中國傳統學術面臨巨大的衝擊，尤其在當時西方先進

思想和國富民强的表象，與相對落後的清末學術思想和社會文明形成了強烈的對

比，作爲傳統政教理論依據的儒學明顯地缺乏應對能力。 

在內憂外患之際，學者開始尋找救世良方。康有爲《公車上書》中指出“泰

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軍兵，而在窮理勸學”。14 孫詒讓《周禮正義敘》說： 

今泰西之强國，其爲治，非嘗稽覈於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爲

政教者，……咸與此經冥符而遙契。蓋政教修明，則以致富强，若操左

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準者。15 

當時大量譯介西方學術論著的嚴復，遂於這樣的思潮背景下提出“西學救國”的

理論。這並非嚴復在思想態度上傾向於擁抱西方學術，而是嚴氏看出以儒學爲主

體的傳統中國學術存在著相當大的局限性。嚴復說： 

中土之學，必求古訓。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

 

11  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收錄於《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店，2001，頁 277。 

12 王水照：《陳寅恪先生的宋代觀》，《中國文化》第 17、18 期（2001 年 12 月），頁 288。 

13 余英時：《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頁 251。 

14 [清]康有爲撰、姜義華、張榮華編：《上清帝二書》（《公車上書》），《康有爲全集》第 2 集，北京：中

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 42。 

15 [清]孫詒讓：《籀廎述林》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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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是。記誦詞章既已誤，訓詁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致於今日之經

義八股，則適足以破壞人材，復何民智之開之與有耶！16 

嚴復指出，傳統中國學術在當時的最大癥結是“學不能用”，遂稱“吾得一言以

蔽之，曰：無用。非真無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後物阜民康，以爲怡情遣日之用，

而非今日救弱救貧之切用也”。在嚴復看來，傳統中國學術無法具體應用於救國

一途，故此傾向於認同西學：“西學格致，則其道與是適相反。一理之明，一法

之立，必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後定之爲不易。其所驗也貴多，故博大；其收

效也必恆，故悠久；其究極也，必道通爲一，左右逢原，故高明。”17 

從康有爲的“窮理勸學”到嚴復的“一理之明”來看，學者們大抵聚焦於如

何發掘學術中的“理”和“治道”，而嚴復所謂“西學高明”並非認爲西學的屬

性勝過傳統中國學術，而是西學“格致”通達其道。此就揭示傳統中國學術的弊

端而言，西學反而能夠踐行傳統中國學術的精髓。誠如嚴復所言，傳統中國學術

必須通過借鑒西學的科學方法和治學精神，補救當前“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和

“有學無術”的學術缺陷。因此，除了認真思考如何推動當前的學術轉型，清末

學者仍然需對傳統中國學術的源頭進行反思和探索，爲何會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

走向“有學無術”的困局。 

晚清儒家學者似乎認爲，儒家理想中的傳統政教形態在西方世界早已得到實

現，而這種認知上的錯覺則反映出他們依循傳統政教建制的中國政權和社會，卻

在各個方面皆落後於西方的現實危機。儘管中國歷代學者都十分關注學術與國家

的關係，但像晚清學者那樣將學術與民族、國家的關係緊密結合，予以高度重視

的情況，卻是前所未有的。因此，當晚清學者逐漸從乾嘉時期的崇尚考據之學過

渡到當前經世致用的實學，他們便自覺地承擔了“學術救國”的道義。隨著清末

社會大量湧現的報章刊物，這種自覺的道義得以廣泛傳播，幾乎成爲當時有識之

士的共同認識，甚至在民國初期仍然見其影響，即如王國維所謂“國家與學術爲

存亡，天而未厭中國也，必不亡其學術”18 。 

對於儒家學者而言，亡國僅是意味著一個政權的更迭，並不妨礙文化的延續

發展，但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卻使他們有了“亡天下”的憂患意識。亡天下是

根本性的滅亡，這是他們所無法想像的，因爲中國政權是作爲文化集合體的“天

下”而存在，文化存亡即是關乎民族興衰的首要因素。在晚清學者的語境中，

 

16 嚴復著、王栻主編：《原强》（修訂稿），《嚴復集》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29。 

17 嚴復：《救亡決論》，《嚴復集》第 1 冊，頁 44-45。 

18  姚淦銘、王燕編：《王國維文集》第一卷《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頁

98。 



馬來西亞漢學刊·第五期 

154 

“救國”便有了兩層意義，一是狹義的由清政府所統治的中國，一是廣義的文化

中國，即儒家經典中的“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文化承擔者自居的

傳統學者的社會責任就益顯重大。歷史軌迹常有偶合的現象，“當儒學發生危機

時，儒家的學術性格中包含著的‘道問學’和‘尊德性’兩種傾向都會有比較强

烈的反應”19 ，晚清儒家學者的反應也是極其相似。 

在“學術救國”的共識下，應以何種學術救國就成了關鍵性的問題。以史爲

鑒，幾乎每隔一個歷史時段都將出現學術內在反思的現象，如何繼往開來，將學

術引向一個新的轉捩點。西學的猛烈衝擊無疑是强而有力的催化劑，促使晚清學

者亟需急速地應對和抉擇，一方面爲傳統學術尋求新的理論突破，另一方面則爲

國家與民族的存續探索學理資源和話語實踐。有鑒於此，一種以學術爲主體的學

術史觀念及研究，在晚清逐漸受到學者們的重視，期以通過“辨章學術，考鏡源

流”的方法作爲傳統學理探索的指引方向。20 

 

 

三、“理”與“體用”觀念的提煉與闡釋 

 

劉師培正是處於一個古今中外文化劇烈碰撞與磨合交匯的過渡時代。“學術

救國”不僅是晚清學者的文化共識，“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也成爲他們在學理

探索、指引方向的共同方法。劉師培自然也需對傳統中國學術作出新的評價，解

釋其中的學術缺陷，並爲之探索新的出路。康有爲、嚴復等人都嘗試發掘傳統學

術中的“理”和“治道”，而“理”又能與傳統學術中的“宋學”起到隔代呼應

的作用，於是劉師培試圖在“理”的層面下功夫，期以溝通漢宋學術，此舉頗有

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的深刻動因。 

劉師培於 1905 年在《國粹學報》先後發表《理學字義通釋》與《漢宋學術異

同論》二文。前者集中反映其對理學中常見概念的見解與闡釋，後者則展示出其

對漢學、宋學的研究宗旨。劉氏《理學字義通釋》首列“理”字條，其曰： 

許氏《說文》“理”字下云：“理，治也。從玉，里聲。”金壇段氏申

其義曰：“《戰國策》言：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爲璞。是‘理’爲剖析也。玉

雖至堅，而治之得其鰓理，（自注：《說文》“玉”字下云：“鰓理自外可以

知中，義之方也。”案，“鰓”字從“角”，爲棱角之義；“理”字爲“條

 

19 徐興無：《劉向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272。 

20 此時期學術史觀念研究的傾向，可參閱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一書，梁氏在其第二自序中實已將清

代以前學術劃分爲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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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義，即《禮記》“子貢問玉”節“廉而不劌”之義也。段氏“鰓理”

二字本此。）以成器不難，謂之理。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無憾，

然後即安，此之謂‘天理’，是之謂善治。此引伸之義也。”案，段氏此

說，出于戴氏《孟子字義疏證》。21 

劉氏將“理”字列於首條，並非僅因“理”字所代表的理學是宋代學術的主流思

想，更著眼於段玉裁（1735-1815）以考據方法發掘的“理”有“善治”之義。

如此，劉氏即能將宋代理學的“善治”應用於晚清的時代氛圍之中，指出傳統學

術中存在著“剖析事理”的特性，爲其立說提供了經典依據。劉氏又曰： 

《易·繫辭傳》又云：“俯以察于地理。”“地理”者，即山川脈絡之

條理也。（自注：觀此可知，“理”必由察而後明。）是文理、條理，爲

“理”字最先之訓。特事物之理，必由窮究而後明。條理、文理，屬于外

物者也；窮究事物之理，屬于吾心者也。《易·繫辭》又言：“窮理盡性。”

“窮理”者，即《中庸》所謂“慎思明辨”耳。然慎思明辨，必賴比較分

析之功。“理”也者，即由比較分析而後見者也，而比較分析之能，又即在

心之理也。22 

劉氏認爲，“理”有“必由窮究而後明”的特性，就能與宋人推崇的《中庸》

“慎思明辨”起到隔代聯繫的作用，遂以“窮理盡性”聯繫“慎思明辨”，賦予

“理”具有“比較分析”的功能。此項功能即是當時西學客觀嚴謹的科學態度的

條件之一。如此，劉氏既能辨明西學的屬性在傳統學術中早已有之，又可藉此類

比溯源，爲漸失民族自信的晚清學者找回文化自信，甚至高度發揮整個晚清政界

與學界所期待的“理”之“善治”功能。 

有鑒於此，劉師培亟需準確地釐清宋學的屬性和功用，才能在浩瀚的宋學資

源中梳理出“經世致用”的當務之需。因此，劉氏《漢宋學術異同論》曰： 

及宋儒說經，侈言義理，求之高遠精微之地；又緣詞生訓，鮮正名辨

物之功。故創一說，或先後互歧；此在程、朱爲最多。立一言，或游移無

主。宋儒言理，多有莽無歸宿者。由是言之，上古之時，學必有律。漢人

循律而治經，宋人舍律而論學，此則漢宋學術得失之大綱也。23 

劉氏指出宋儒治學的問題在於“侈言義理”、“緣詞生訓”，如此不免流於誇大其

 

21 劉師培：《理學字義通釋序》，《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4 冊，揚州：廣陵書社，2014，頁 1335。 

22 劉師培：《理學字義通釋序》，《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4 冊，頁 1336-1337。 

23 劉師培：《漢宋學術異同論·總序》，《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4 冊，頁 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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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乖離格致之意，“莽無歸宿”。劉氏因此强調漢儒“學必有律”的原則，將

之歸納爲“循律而得、舍律而失”的總體大綱。這段文字亦與《理學字義通釋

序》、《國學發微》的觀點相互呼應，其曰： 

夫字必有義。字義既明，則一切性理之名詞，皆可別其同異，以證前

儒立說之是非。近世巨儒，漸知漢儒亦言義理，然于漢儒義理之宗訓詁

者，未能一一發明；于宋儒義理之不宗訓詁者，亦未能指其訛誤。不揣愚

昧，作《理學字義通釋》，（自注：《宋史》撰《道學傳》，然宋人之學，兼

倫理、心理二科。若“道學”二字，只能包倫理，不能該心理也。若日本

“哲學”之名詞，亦未足該倫理，故不若“理學”二字所該之廣也。）遠師

許、鄭之緒言，近擷阮、焦之遺說。《周詩》有言：“古訓是式。”蓋心知

古義，則一切緣詞生訓之說，自能辨析其非。此則古人正名之微意也。24 

“道學”之名詞，僅可以該倫理。宋儒之于倫理，雖言之甚詳，然倫

理而外，兼言心理，旁及政治、教育，範圍甚廣，豈“道學”二字所能該

乎？故稱宋學爲“道學”，不若稱宋學爲“理學”也。25 

劉師培借鑒乾嘉學術的考據方法，辨析“倫理”和“心理”二詞含義，清晰地認

識到宋儒學術所涉領域極爲廣泛，而《宋史》在《儒林傳》之外另立《道學傳》

甚爲不妥，蓋因“道學”僅涵括“倫理”而未及“心理”層面，無法全面代表

“宋學”或“理學”的概念。劉氏亦指出，“理學”一詞的概念內涵極爲廣泛，

即便當時經由日本譯介而傳入中國的諸種西學著作中所使用的“哲學”一詞，其

內涵也不及“理學”豐富。與其將宋學稱作“道學”，還不如稱爲“理學”，即

因“理”涵括了外在的“比較分析”功能和內在的“心理”之學。 

劉師培隨後又借助王陽明以善惡區分“性”之體用，直接承認“無善無惡，

性之體”，但是王陽明在“有善有惡，性之用”的理解卻是誤“情”爲性。劉氏

認爲王陽明心學乃濫觴於宋代理學，下啟清代學術。26 既言及“體用”，不難發

現劉氏以“體用”論“心、性”，其語境下的“心、性”內涵極爲近似： 

蓋中國之言心理也，咸分體、用爲二端。《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

發”，此指心之體言之也；又言“發而皆中節”，此就心之用言之也，……

 

24 劉師培：《理學字義通釋序》，《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4 冊，頁 1333-1334。 

25 劉師培：《國學發微》，《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4 冊，頁 1448。 

26 劉師培曰：“蕺山輯《陽明傳信錄》，能擷王學之精。游蕺山之門者，惟梨洲能見其大。梨洲之學，雖

祖述陽明，然考經訂史，旁及象數、律呂之學，遂啓浙東學術之先。”（劉師培：《王學釋疑》，《左盦

外集》卷九，《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11 冊，頁 4629）陽明之學傳至劉宗周，劉宗周傳至黃宗羲，黃宗

羲則開清代浙東學術之先端。浙東學術最鮮明的思想取向即是“經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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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中國文字，“性”、“情”、“意”、“志”，文悉從“心”；而“忠”、

“恕”、“惠”、“忎”諸字，亦以“心”字爲偏旁，誠以行爲之表著，皆內

得于心，然後本之以爲德。由是言之，人生由靜而至動，一由感覺，一由

思想。思想者，所以本心念之發動，而使之見諸作用者也。然思想未起之

前，心爲靜體，故宋儒體用之說，實屬精言。……自《莊子》以“心”爲

“靈臺”，而宋代諸儒，又飾佛書之說，以爲心體本虛，不著一物，故默坐

以澄觀，重內略外；復飾《易傳》“何思何慮”之說，以不假思索爲自然。

不知心兼體、用而言，德亦兼體、用而言。使有體無用，即德存中心，又

何由明顯其德，而使之表著于外哉？且《孟子》明言：“心之官則思。”思

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心而不思，即孔子所謂“無所用心”矣，豈非宋學

之失哉？27 

劉氏盛讚宋儒的體用之說“實屬精言”，正因其說具有分別“性、情”的作用，

亦與劉氏觀點吻合。劉氏指出，以“心”爲偏旁的字都是“以行爲之表著，皆內

得于心，然後本之以爲德”，由此引申至本心念動可以啟發思想，而思想亦正是

清末社會所急需的內在資源。即如焦循（1763-1820）所云： 

國初經學，萌芽以漸而大備。28 近數十年來，江南千餘里中，雖幼學鄙

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患習爲虛聲，不能深造而有得。蓋古學未興，

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學患乎不

思。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29 

焦循所言反映了晚清學術因缺乏應對時代巨變的能力和資源，而面臨著思想匱乏

的困局。劉師培認爲，宋儒的問題在於無法釐清性之善惡與德的關係，又受佛學

影響，認爲“心體本虛”，需要默坐澄觀，最終卻走向心體虛靜、有體無用的學

術窘境。所謂“有體無用”即是程、朱理學駁斥佛學的慣用話語。劉氏認爲，思

想由心所出，需要經常思考才能有所得，若如宋儒以“不假思索爲自然”，不但

不能做到“慎思明辨”，且是宋學的不足之處了。在劉師培所處的時代，懂得思

考、懂得“體用”之學，才是解決傳統學術與時代危機的有效途徑。 

因此，劉氏對理學中常用的概念如“性、情、志、意、欲”等的剖析，都是

建立在對“體用”的把握，將其視作闡釋“體用”的例證與實踐。其曰： 

 

27 劉師培：《理學字義通釋》，《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4 冊，頁 1358-1362。 

28 此句斷句疑似有誤，“萌芽”二字應從上句，或不必點斷。 

29  [清]焦循著、劉建臻校：《雕菰樓文集》卷十三《與劉端臨教諭書》，《焦循詩文集》，揚州：廣陵書

社，2009，頁 24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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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氏《說文》“性”字下云：“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從心，生

聲。”“情”字下云：“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從心，青聲。”……案“性”、

“情”屬于靜，“志”、“意”、“欲”屬于動。人性秉于生初，情生于性，

性不可見。“情”者，“性”之質也；“志”、“意”者，情之用也；……

《禮記·樂記篇》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對“動”言。“靜”

也者，即空無一物之謂也，（自注：未與物接，故空無一物。王陽明言“無

善無惡，性之體”，即此旨也。）故性不可見。……乃前儒之言“性”字

者，或言“性善”，或言“性惡”，……眾說紛紜，折衷匪易。然律以《樂

記》“人生而靜”之文，則“無善無惡”之說，立義最精。性無善惡，故孔

子言“性相近”，而陽明王氏亦言無善無惡爲性之體也。……故人性本同，

悉由習染生區別。此董子所由言“性必待教而後善”，而陽明王子復言“有

善、有惡，性之用”也。但以“有善、有惡”爲“性”用，則又不然，夫

人性本無善惡。善惡之分，由于感物而動。習從外染，情自內發，而心念

乃生。心念既生，即分善惡。是則有善有惡者，“情”之用，與“性”固無

涉也，……蓋中國前儒，多誤“情”爲“性”。30 

劉師培以《樂記》爲基礎，以動靜論性情，不以善惡，故稱王陽明“無善無惡”

立義最精。劉氏又細分“情”之體用，性本爲靜，善惡爲情之用，而非性之用；

王陽明的失誤在於未分“情”之體用，而將善惡視爲“性”之用。劉氏又據《說

文解字》對“性、情”作了嚴格區別，遂肯定董仲舒“性必待教而后善”之說。

劉氏據此辨明前儒多誤以“情”爲“性”，未能辨別性情體用，遂衍生許多迂誕

無稽之說。可見劉氏“性情體用”之說，確較前儒更爲深刻而精緻。 

劉師培通過對“理”字的挖掘，釐清“宋學”概念的內涵外延，而稱“學問

之道，有開必先，故宋儒之說，多爲漢儒所已言”。31 劉氏據此確認，漢宋學術

是一種前學後繼的關係，二者並非對立的態勢。即“理”字而言，“漢儒言

‘理’，主于分析；而宋儒言‘理’，則以天理爲渾全之物，復以天理爲絕對之

詞”32 。“宋儒言‘理’，多求之本原之地，故舍用言體，與漢儒殊。然體用之

說，漢儒亦非不言也”33 。宋學並非宋儒所獨創，而是宋儒對漢學的繼承，尤於

“心理”屢有創獲，可見劉氏尤爲重視漢宋學術中共有的“體用”概念。 

 

 

30 劉師培：《理學字義通釋》，《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4 冊，頁 1339-1346。 

31 劉師培：《漢宋學術異同論·漢宋義理學異同論》，《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4 冊，頁 1587。 

32 劉師培：《漢宋學術異同論·漢宋義理學異同論》，《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4 冊，頁 1588。 

33 劉師培：《漢宋學術異同論·漢宋義理學異同論》，《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4 冊，頁 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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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和漢宋學術的現實意義 

 

漢學與宋學是傳統中國學術進程的兩大里程碑，惟兩者的治學取向有所差

異，漢學偏重於儒家經典的訓詁、考據、發凡起例，盡心知性而知天之學，即後

儒所謂“道問學”之屬；宋學主張發掘儒家經典中的內在義理，爲存心養性以事

天之學，即後儒所謂“尊德性”之屬。 

劉師培自幼在數世治《左傳》的家族環境中成長，劉氏家學本有“凡先儒說

經有上可明王道，下可識人心風俗者，旁搜博採”34 的學術包容態度，直接影響

了劉氏的學術觀。劉氏數次立志要爲“通儒”，故稱“僅通一《經》，確守家法

者，小儒之學也；旁通諸《經》，兼取其長者，通儒之學也”。35 錢大昕曾言：

“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

得謂之通儒乎？”36 此即指出了清代學者的學術觀普遍過於狹隘，缺乏深度，以

致難以誕生通儒般的經世之才。因此要解決晚清政治與文化危機，劉師培顯然認

爲必須先成爲貫通學術的“通儒”。 

晚清時代巨變之際，劉師培敏銳地察覺研治漢學、宋學者在學理上的磨擦愈

演愈烈，並嘗試梳理二者的關係：“近世以來，治漢學者咸斥宋儒爲空疏。而治

宋學者復推崇宋儒，以爲接正傳于孔、孟。即有調停漢宋者，亦不過牽合漢宋，

比附補苴，以證鄭、朱學派之同。”37 清儒丁晏說“不掊擊宋儒，嘗謂漢學、宋

學之分，門戶之見也。漢儒正其詁，詁正而義以顯；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詁以

精，二者不可偏廢”，認爲漢學、宋學有互補的作用。38 桂文燦謂“鄭君、朱子

皆大儒，其行同，其學亦同”，認爲鄭玄、朱熹各自所代表的漢學、宋學在學旨

上是殊途同歸。39 陳澧稱“漢儒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儒輕蔑漢儒者，非也。

近儒尊漢儒而不講義理，亦非也”。40 諸儒多是兼采漢宋的態度，並無漢宋爭勝

的意氣，試爲消弭時人的漢宋學術爭端而作出努力。 

劉師培調和漢宋學術的態度與前人有所不同，展現了較大度的歷史現實關

照。劉氏認爲漢宋學術並不存在矛盾，“曾子、子思、孟子，皆自成一家言者

 

34  [清]劉壽曾著、林子雄點校、楊晉龍校訂：《先考行狀》，《傳雅堂文集》卷三，《劉壽曾集》，臺北：

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01，頁 107。 
35 劉師培：《群經大義相通論·公羊荀子相通考》，《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3 冊，頁 1031。 
36 徐世昌：《清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3242。 
37 劉師培：《漢宋學術異同論·總序》，《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4 冊，頁 1586。 
38 趙爾巽：《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丁晏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 13278。 
39 趙爾巽：《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桂文燦傳》，頁 13287。 
40 趙爾巽：《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三·陳澧傳》，頁 13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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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爲宋學之祖；子夏、荀卿，皆傳六藝之學者也，是爲漢學之祖”41 。漢宋

學術都是淵源自孔子，同出一源，沒有必要堅持門戶之見，孔子兼具師儒之長，

如此自能化解漢宋學術之間爭訟不斷的“道統”問題。劉氏通過返本溯源的方

法，說明漢宋學術是“學統”與“道統”的同源異流，以此消弭二者對立的局

面。劉氏的如此眼界固與其揚州地域講究“通”的學術風格相關，亦與其“通

儒”的家學至有淵源，42 不囿於漢宋的門戶之見，甚至超越漢宋學術的界域。 

據劉氏稱，“漢儒經說，雖有師承，然膠于言詞，立說或流于執一。宋儒著

書，雖多臆說，然恆體驗于身心，或出入老、釋之書，故心得之說亦間高出于漢

儒。是在學者之深思自得耳”。43 宋儒雖有主觀臆說的問題，但其心得高出漢儒

之處。正因宋儒對自身所學有著深入的思考，故劉氏在態度上主張“薈萃漢、宋

之說，以類區別，稽析異同，討論得失，以爲研究國學者之一助焉”44 ，才能在

當時“學術救國”的政治與文化危機中作出積極的反應。 

有鑒於此，劉師培遂直接指陳“近儒”對於漢宋學術的門戶之見，曰：“東

原諸儒，于漢學之符于宋學者，絕不引援，惟據其異于宋學者，以標漢儒之幟；

于宋學之本于漢學者，亦屏斥不言，惟據其異于漢儒者，以攻宋儒之瑕。是則近

儒門戶之見也。”45 清代的漢宋學術之爭，無疑也是儒學內部“求異”的精神體

現，表現在二者觀點所同者，雙方都“絕不援引、屏斥不言”，恰好是一種默契

般的學術共識；而他們相互“標幟、攻瑕”之處，就在各自學術上所表現出來的

“異”，其中不免意氣之爭，輾轉衍生爲清代漢宋學術的門戶成見。其幸在於

“求異”，其不幸則在於“過度求異”。 

劉師培試圖從“通儒”的視野下，釐清漢宋學術在學理層面的分歧，並從二

者治經的方法取向，梳理“不同”之證。其曰： 

漢儒說經，恪守家法，各有師承。或膠于章句，堅固罕通。即義有同

 

41 劉師培：《國學發微》，《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4 冊，頁 1387-1388。又《孔學真論》亦曰：“凡六藝諸

書，皆‘儒’之業也，即《中庸》所謂‘道問學’。孔子衍心性之傳，明道義之蘊，成一家之言，集

中國哲學之大成。凡《論語》、《孝經》諸書，皆‘師’之業也，即《中庸》所謂‘尊德性’。蓋‘述

而不作’者爲‘儒’之業，自成一書者爲‘師’之業。曾子、子思、孟子皆自成一書者也，其後爲宋

學之一派；子夏、荀子皆傳六經之學者也，其後爲漢學之一派。”（《左盦外集》卷九，《儀徵劉申叔遺

書》第 11 冊，頁 4576-4577） 

42 參閱梅鶴孫著、梅英超整理：《青谿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76；

李帆：《劉師培與中西學術：以其中西交融之學和學術史研究爲核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3，頁65；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揚州：廣陵書社，2004，頁3-4、7；郭院林：《清代儀徵劉氏

〈左傳〉家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36、45-46、138、142。 

43 劉師培：《漢宋學術異同論·總序》，《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4 冊，頁 1586。 

44 劉師培：《漢宋學術異同論·總序》，《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4 冊，頁 1586。 

45 劉師培：《漢宋學術異同論·漢宋義理學異同論》，《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4 冊，頁 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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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亦率曲爲附合，不復稍更。然去古未遙，間得周、秦古義。且治經崇

實，比合事類，詳于名物、制度，足以審因革而助多聞。宋儒說經，不軌

家法，土苴群籍，悉憑己意所欲出，以空理相矜，亦間出新義；或誼乖經

旨，而立說至精。此漢、宋說經不同之證也。46 

漢儒治經“恪守家法”，淵源有自，所以“足以審因革而助多聞”；宋儒治經則

是“不軌家法”，間出新義，惟立說之難在於必先有思而後得，始能“至精”。

劉氏認爲，漢儒與宋儒因其時代背景的差異，導致其對儒家經典的研讀和詮釋方

法各有偏重，“大抵漢代諸儒，惑于神秘之說，輕信而寡疑”，而“宋代諸儒，

則輕于疑經，然語無左驗，多屬想像之辭”47 。儒家傳統學術的歷史中，漢儒的

時代背景本就有著經世致用的傾向，而經過劉氏對宋學的“理”、“體用”等概

念的重新審視後，宋儒顯然也具有應世的功能傾向。對於重視“求同存異”原則

的劉氏而言，清代的漢宋學術便不應是完全對立的兩種學術類型，二者只是在晚

清時代巨變、“經世致用”思想主流的前提下，諸多學者在學術追求上所表現出

來的差異而已。從當時晚清學者在漢宋學術“非此即彼”的立場來看，劉氏在諸

多的著作中都能持平而論，不拘泥於門戶成見，尤顯獨樹一幟。在劉氏“通儒”

的視角下，漢宋學術的差異僅是反映出儒學內部的學術性格在特定時期此消彼長

的現象而已，他較重視的仍是從儒家傳統學術分化出的漢學和宋學，如何在當時

動盪的世局中重新煥發出經世致用的實際功能。 

由是觀之，劉師培所抽繹與關注的重點不僅僅是漢宋學術在學理層面的分歧

與論爭，他更著意於探尋在現實政治與文化雙重危機下的學術回應，此亦晚清學

者調和漢宋學術的時代語境與共同期待，而這個歷史與現實的觀照在劉氏身上顯

得格外鮮明。因此，劉氏在純學術的角度之外更有著學術救國、窮理致用的語

境，試圖結合漢宋學術之所長，爲傳統中國學術與文化尋求自新圖存之道。 

 

 

結語 

 

在晚清學術救國的時代語境下，劉師培自覺地爲傳統中國學術探尋新的轉型

出路，期以獲得新的學術生命，讓傳統學術能在巨變的新時代中繼續煥發活力。

劉氏在調和漢宋學術的意圖背後作了許多論證，一爲提煉宋學既有的“理”和

 

46 劉師培：《漢宋學術異同論·漢宋章句學異同論》，《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4 冊，頁 1591。 

47 劉師培：《漢宋學術異同論·漢宋章句學異同論》，《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4 冊，頁 1591。 



馬來西亞漢學刊·第五期 

162 

“體用”等概念，使之具備應世的功能傾向；另爲消弭漢宋學術之爭，試圖結合

二者所長，爲國家與民族的存續探索學理資源和話語實踐。因此，劉師培在中國

近代學術史上的意義及其重要性，並不止於他在諸多著述中闡發醒人耳目的重要

論證，也體現在他對傳統學術轉型中所作的努力，以及給予世人“後出轉精”的

啓發和反思。同時，這也是在晚清、民初的學術現代化轉型進程中，劉師培自身

學術的自我完善之個人價值和時代意義。 

 

 




